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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实录 
 

“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组  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  等 
 

 
    采访对象：王燕生，1951 年生。北京市人大附中学生，1969 年 1 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
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当年底参军入伍，复员后曾在工厂和科研单位工作。1993年出
国留学。2011年退休前在外企任职。 
    采访日期：2016年 5月 11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王燕生同志，您好!很高兴采访您，请您讲一讲当时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大背景。 
    王燕生：1968年 12月 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的文章，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

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大家熬着夜上街游行，敲锣打鼓。 
    我是人大附中的，家在农科院。原本我想年底征兵的时候去参军，但毛主席指示一下来，我
考虑还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去当知青。我们那一批知青里面，大部分人去插队都是因为听了毛主

席的指示，可能还有家庭、个人所处的环境等因素。 
    采访组：您还记得离开北京去插队的情形吗？ 
    王燕生：北京知青是从北京站坐专门的列车走的，来送行的人特别多。我记得自己从北京站
上火车的时候，我父母没来，是我的兄弟姐妹来送我的。当时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我忘记自

己是否哭了，来送我的家人可能哭了。我们乘坐的那列火车，车厢里面是一个个的格子，每个格

子里面坐七八个知青。 
    那时候坐火车可到不了梁家河，连北京直达延安的火车都没有，我们是从河南绕过去的。我
记得是在陕西铜川下的火车，在附近住了下来，住的地方没有床，我们就把稻草铺在地上，睡了

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安，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三天，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川

县文安驿公社。文安驿公社在公社大院请下乡知青吃了一顿饭，用大笼屉蒸的白馍，还有猪肉炖

菜。知青们围成一圈，蹲在院子里吃。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孩子觉得这些饭菜很普通，没有什么

特别的。后来，经历了插队的艰苦生活，回想起那顿饭来，真是了不起。当时公社为了招待我们

知青，拿出了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东西。 
    我们知青在文安驿公社大院里吃饭时，很多老百姓都趴在墙头上看。当地老百姓很淳朴，一
听说北京来的知青，都说是“中央来的知青”，“毛主席身边来的人”。吃完饭以后，开始集合，

念名单，各村来接各村的知青，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被分到了梁家河。梁家河的人来帮我们搬行李，

我们就给人家递烟。农民看到我们给的是过滤嘴香烟，都是双手接烟的。当时，我们给的烟都是

牡丹、中华，也有大前门。大前门虽然在北京属于很一般的烟，但在农村算是非常高档了。 
    采访组：你们是怎么从文安驿到梁家河的？ 
    王燕生：来接我们的梁家河村民，帮着把大件行李和箱子放在毛驴背上和平板车上，很快就
堆满了。剩下的都是小件行李，村民们就帮忙拎着。行李堆中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棕箱，一位叫张

太平的社员觉得这个箱子比较小，拎着就行了，不用放在平板车上了。谁知，他拎起来之后就大

声说：“这个小箱子看着不大，咋这么沉啊？”我最初也不知道那是近平的箱子，后来才知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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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里面装得满满的都是书。 
    就这样，梁家河的社员和我们一起走到了梁家河村。到村里时，天已经快黑了。 
    到了梁家河，由于我们知青的灶还没开起来，晚饭就到各家各户吃派饭。村民家里都点着煤
油灯，让我们上炕吃饭。我吃派饭的那户村民给我做了饸饹面。我吃的时候，在饸饹里发现了一

丁点儿羊肉沫儿。我当时还觉得肉少，后来才知道，农民过年才能吃这个。 
    我从村民家里出来，村民说送我回去，我说不用送了，结果一出门，外面没有路灯，黑咕隆
咚的，我两眼一抹黑，还真找不到我们住的窑洞了。等我找到了窑洞，近平他们吃饭也都回来了，

我们一交流，各家各户的派饭都做得挺好，有高粱面的饸饹，有馍馍片。 
    我们六个人要在一铺炕上睡觉，当天晚上分铺位。杨京生爱干净，离灶台远一点，住在靠窗
户的第一个。雷平生的母亲在延安待过，她告诉雷平生离灶台近的地方暖和，他就睡在离灶台最

近的铺位，结果那个地方太热，把被子都给烤糊了。近平没有刻意选，就在雷平生旁边的铺位住。 
    采访组：当地有的社员说，你们到梁家河之后，拿出面包来喂狗，在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
他们有些不理解。您了解具体情况吗？ 
    王燕生：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我们下乡时，每个人都可能随身带一些吃的、用的。有人带了
面包，可是在路上走了好几天，面包一直都捂在包里，到梁家河的时候就发霉了。发霉的面包就

不能吃了，人吃了会拉肚子的。村里的狗都不怎么拴，随便乱跑，跑到我们院里的时候，我们就

把发霉的面包拿出来喂狗了。刚到梁家河时，我们和村民彼此还比较陌生，接触少，互相不了解

情况，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小误会。后来，我们和村民渐渐熟悉起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误会。 
    采访组：你们几位知青，初次从首都北京到陕北农村生活，经历了哪些困难？后来是如何适
应的？ 
    王燕生：一开始觉得很不适应，我们毕竟都是大城市里长大的，觉得陕北农村的生活各方面
都太艰苦，太原始，什么都不方便。现在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多吃苦，多体验，对成长有很大好

处。 
    讲到生活方面不习惯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近平接受采访，谈到“过五关”
的时候，一讲到“跳蚤关”，我就笑了。这是一种会心的笑，只有我们这批人才能讲出这样的话。

这让我想起我们当时所经历的“磨难”。近平讲得非常真实，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说不出

来这些细节。 
    我们刚到陕北，身上就开始长大疙瘩，那时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这种包比蚊子叮得还严
重，我们用手反复地挠，挠得多了就挠破了，流血。当时的被子都不像现在，是没有被罩的，我

们的白色被里上粘得都是血点。身上的这些包，挠破了就疼，不挠破就特别痒。我们问村民，他

们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当地人都没有这个毛病，北京娃娃来了怎么就得这种病呢？ 
    有些知青就往家里写信，也没有说明白，就说身上总是起很痒的大包，家里回信就猜测说，
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后来，我们才发现是跳蚤咬的。在陕北农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

和虱子，窑洞里四面都是黄土，地面不像现在铺地砖，当时都是压实了的黄土地面，跳蚤在里面

很容易滋生、繁殖。而当时的生活普遍贫困，北方农村的老乡，一年到头也不洗澡，冬天穿着大

棉袄、大棉裤，棉衣的缝里面都是虱子、跳蚤。后来我们告诉老乡，我们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

他们还不相信，不停地说：“我们咋没事呢？”其实，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已经适应了，身体对虱

子、跳蚤的毒素已经有了免疫力。 
    采访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们的个人卫生问题怎么解决？ 
    王燕生：我们六个人住在一个窑洞，一铺炕上。一月份是严冬，陕北这边腊月里非常寒冷，
但是屋里的炕烧得很热乎，我们六个人挤在一起，觉得挺暖和，挺好，也不觉得十分难熬。冬天，

我们没法洗澡，也不觉得有多难受。但刷牙是个习惯，不刷真是不舒服，因为我们都是从幼儿园

开始就刷牙的。村里肯定买不到牙膏，到了文安驿也不容易买到牙膏，但能买到牙粉。这样，刷

牙的问题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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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转热，上山干活回来出一身汗，又长期没条件洗澡，我们就觉得很难受。像我，在北京
从小就住公寓楼，家里有卫生间，能洗澡，虽然当时北京的条件也不好，没有热水器，但我家的

楼房，一个星期能供应一次热水，所以每周至少能洗一次澡。然而到了陕北，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我们都想洗澡，于是就一起到村里一条沟下的井边去冲凉。我们都穿着游泳裤下了沟，把水
从井里打出来冲一下。那个井旁边有个跨沟的小桥，也是梁家河村的交通要道。后来发现过桥的

大姑娘小媳妇，见到我们都捂着嘴就跑，还有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就指指点点地笑话我们。

后来到劳动的时候，村里的妇女就笑话我们说：“你们这些大娃娃，也都快成大人了，咋能在村

里光腚呢？人家婆姨都不敢看你们!”旁边那些婆姨就哈哈大笑，我们就解释说：“我们哪敢光腚，
都穿着游泳裤呢!”她们都一脸茫然，说：“游泳裤是啥？”原来她们都不知道游泳裤，像城里那
种游泳池，她们没见过。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就不在井边冲凉了。 
    采访组：你们吃饭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王燕生：最初，村里派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弄柴、做饭。不久，我们知青就得自己做饭了。
做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烧柴，我们在北京用蜂窝煤，没有烧过柴，对砍柴的理解仅仅局限在书

本上，以为只要拿着斧子、柴刀去山上砍柴就可以了。可是真正在梁家河解决烧柴问题，却远远

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那里的黄土地很贫瘠，山上没有什么树，我们只能把草根一点一点地搂回

来当柴烧。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生活真艰难，做饭还要为烧柴发愁。 
    我们知青下乡的第一年是吃国家供应粮，但还要靠自己劳动，不仅要去拉粮食，回来还要自
己加工粮食。我们费很大劲，把粮食从文安驿拉回梁家河，有麦子、玉米、小米、高粱等。但是

这些粮食是半成品粮，我们住的那个窑洞前面有个碾子，我们用毛驴或骡子拉那个碾子，加工粮

食。比如玉米粒，就要用碾子碾成玉米碴子，煮粥吃；或者用磨盘磨成更细的玉米粉，可以做团

子吃。一开始我们干这些活都是很费劲的，赶不好毛驴，拉不好磨，加工粮食耗费很多时间。所

以我们就先吃那些容易加工的粮食，比如小米不用加工，直接做小米饭就吃了；玉米，碾一碾就

能吃了；到了最后我们才吃麦子，因为麦子加工起来最麻烦。 
    采访组：您能讲一下你们当年在梁家河劳动的情况吗？ 
    王燕生：刚到梁家河，我们就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打坝、拉土，我们在北京都没有干过这
样的活儿，干得不熟练，村民就手把手教我们。千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如果掌握不好

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起初，我们连挑水都挑不好。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棍

绑在一起做成的，立起来有一人多高。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

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我们用

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井边，把水挑回住处，再倒进水缸。刚开始，我们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

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担把肩膀硌得

生疼，从井边到窑洞，不算远的路，要歇好几次。几趟下来，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

里没水了，还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劳动就真的开始“上强度”了。刚开春时，夜还长，六点多钟，天还没亮，村里
就开始喊：“上山受苦去喽!”开春农忙，就是要起这么早，我们急匆匆爬起来还得刷牙。村民没
见过刷牙，说：“这帮北京来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毕，我们就开始跟着农民整
地、送肥，不会干也要跟着干。 
    我们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农忙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粪，这是又累又脏的活儿。挑
粪的筐比较浅，里面装满沤好的农家肥。我们挑着粪上山，不但路远，而且还要走那种“之”字

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劳动强度很大。我们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

尽量走快一些，结果力气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没有什么力气了。慢慢我们就发现，

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是健步如飞，而是慢悠悠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农活儿，就像长跑一

样，不能一开始就冲刺，必须要保存体力。 
    夏收的时候，我们到山上去收麦子，麦地离村子大约五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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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码放着，往回挑的时候，扁担一头担一捆。挑麦子更累，一是因为

距离远，路不好走；二是因为无论多远，中间都不能休息，因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麦子在地

上一墩，麦穗就会散落，当时亩产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几斤麦穗，损失是非常大

的。所以，挑麦子只能换肩，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五里山路，挑着麦子，经常要走一个小时，

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当时是我们村知青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些农活对他来说，真是难上加难。那时我们学
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都是一个直线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

我们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练了。我离开梁

家河以后，听到他当了村支书的消息，还是有点吃惊的，没想到他在农村扎根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你们住在一个窑洞里，平时业余生活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
事情？ 
    王燕生：平时劳动归来，我们就在窑洞里听收音机，有时候村里的同龄人来找我们说话。我
们这几个知青，跟梁家河的老百姓关系都很好，我们不仅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没吵过架，没打

过架，而且关系非常亲密。 
    我们平时在窑洞里看书，就用那种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来照明。有时我们也横七竖八地躺着聊
天，唱《外国民歌 200首》，当时那本书还有手抄本，我们学唱里面的歌曲。 
    近平带了很多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静静的顿河》，是四本硬精装的大部头，我借来看
了一段时间，这也是我第一本认认真真、从头到尾读完的世界名著。2013年，我在网络上看到近
平在访问俄罗斯的新闻报道，他提到了很多名著，其中就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我们的房东张太平结婚，我们知青去闹洞房。那年的春节前后，梁家
河有三家结婚的，一个是张太平娶刘金莲，村民让我们几个知青都坐在炕上，称呼我们是“中央

来的”，把我们当上宾款待，让新娘子给我们点烟。其实，我们也没怎么闹，因为我们对农村闹

洞房的习俗也不懂，就是跟着凑热闹而已。在农村，生活都比较平淡，像房东家娶媳妇这样的新

鲜事，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肯定要去看看的。 
    过了几天，沟对面有一家结婚，他家的成分是富农，因为他有一群羊，所以被划为“羊富农”，
但是他家结婚也挺热闹，梁家河的老百姓都很朴实，不管上面“阶级划分”的那一套。 
    第三家结婚的是张卫庞家，他是到梁家河的上门女婿。没多久，我们就和张卫庞熟悉起来。
有一次，我跟张卫庞开玩笑说：“我还比你早到的梁家河。”张卫庞笑着说：“是，是!”张卫庞的
岳父是村里的老书记，也是一位老革命，为张卫庞操办婚礼之后，没两年就去世了。那时我已经

离开梁家河了，后来听说，近平专门到张卫庞家里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当年还有一件小事，我记不太清楚了，有机会可以考证一下。我们几个知青在插队时有一张
合影，所有人都在照片里，只有近平没在照片里。当时具体在什么情况下拍的这幅照片已经记不

清了。后来，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会没有近平？有的知青记得当时情况，说：“这张照片就是

近平给咱们照的!” 
    采访组：您觉得插队生活艰苦吗？这段知青岁月，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王燕生：我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插队生活，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主要是体力
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我们像农民一样在黄土高原贫瘠的土地上劳动，缺吃少用，甚至还要为烧柴

发愁。而对于近平来说，这还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压抑，比体力上和生活上受

的苦更大。 
    我们这一拨北京插队知青，八一学校的学生居多，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多一些。
具体到我们几个知青里面，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级别是最高的，在受迫害之前是国务院副总理。其

他人的父母，级别都不是很高。我的父亲是一个北京司局级干部，在“文革”时期，我的家庭遭

遇的冲击和我在精神方面遭受的压力就没有近平他家那么大。 
    我们不难想象，近平所处的家庭环境，与插队下乡的艰苦生活比起来，会有多么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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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我们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
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

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

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

了九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

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这些，对于他，一个 17 岁的男孩造
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况且，一两年之内，跟他一起来插队的知青陆续都走了。我们都是先转回老家插队，再从老
家当兵走了，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从老家参加革命，孩子要当兵比较容易。而且当兵这个出路是

非常好的——那个年代，当兵是最光荣的，社会地位也是最高的。 
    然而，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
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这种困境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是

一种精神上的磨难，这种苦远远超过了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近平没有消沉。他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
变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七年。在这七年时间内，他靠自己的苦干实干做出了一番成绩。 
    后来，近平在接受采访时讲到了刚插队时的迷茫和后来的转变，这些我都非常认同，他讲得
非常实在。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每个人也都有一个砺练和成长过程，没有“天生伟大”

这一说。这也就是近平所说的“过五关”当中的“思想关”。 
    采访组：能谈谈您对习近平说的“思想关”的理解吗？ 
    王燕生：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插队下乡这一代人，亲身体验过农村艰苦日子，亲眼见过中
国最贫困、最原始的生活。 
    对近平来说，他所经历的，远远不止这些。在“文革”期间，父亲被迫害，他被扣帽子、被
歧视，被困在陕北穷山沟里，忍受着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然而，近平在困境中完成了一次蜕变，

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他从一个迷茫的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成为一个饱尝人生酸甜苦辣的青年，

胸怀为民谋福利的抱负，这就决定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的不同。 
    近平后来返回北京上学，又有了前途光明的工作，但他却放弃了看似更平坦舒适的道路，反
而下沉到基层、沉至社会实践的最前沿去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走得很充

实。这是有大抱负、有大气魄、有大本事、有大勇气的人才能做出的选择。 
    按照一般人想法，家里帮忙安排一个好工作，选择又清闲又待遇优厚的公职，或者出国留学，
甚至移民国外，享受高福利⋯⋯做这些轻而易举的事情岂不更好吗？为什么要到又苦又累的基层

呢？近平选择走这条路，与他“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抱负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这个国家，正是因为有一批近平这样的人——未必都是领导干部，可能是工人、农民、
教师、医生，无论是不平凡的人，还是平凡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热爱这个国家，愿

意穷尽毕生为她而奋斗。所以，中国才会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快的发展和这么大的进步，而且有

这么美好的未来。 


